






(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8 年第 3 期)一文中对福建贝丘遗址的消亡原因的探讨 ,笔者认为有商榷余地。
某地贝丘遗址的消亡 ,反映了居民以捕捞贝壳为主的经济方式发生改变。在什么情况下居民的经济生产
方式会有这种改变呢 ? 一般认为 :1、贝类资源相对较少或者没有 ,无法提供居民足够的食物。由于贝壳的生




因 ,因为 6500 年以来海平面波动范围小 ,为上下 2 米左右 ;若说气候发生变化 ,总体来讲冰后期毡候是温暖
的 ,即使气候有变化也只会引起贝类种群的变化 ,不会引起贝类的消失 ,看来只能从取食行为的变化来考虑”;
“北边吴越文化的移植改变了闽东北区原始人类的饮食习惯 ,使他们放弃了贝类资源的利用而进入了农耕经
济阶段 ,从而导致了贝丘遗址的消失”,而“汉文化的不断输入 ⋯⋯从而使闽中南区的贝丘遗址消失”。
概括其观点为 :海平面并没有导致福建沿海贝类资源的变化 ,在贝类资源依然丰富的情况下 ,由于先进的
农业产生 ,导致了福建贝丘遗址的消失。显然 ,其观点难以立足 ,原因有三 :1、仅凭据海平面的变化来判断贝
类的消亡与否 ,而忽略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过度捕捞对贝类的影响 ;2、武断认为在贝丘遗址消失以前福建
不存在农耕经济 ;3、片面认为农业生产会主动取代贝类采集。
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期福建沿海地区贝类资源已日益枯竭 ,贝类捕捞经济逐渐衰弱 ,如 :1、贝壳文
化层的分布范围逐渐变小 ,早期时期遗址中贝壳文化层随处可见 ,但晚期则仅在局部地区分布 :2、贝壳文化层
的厚度也发生变化 ,正如蔡文中所述“闽东北从 6000～3000 年前 ,遗址贝壳厚度从 0. 8 米增至 3 米 ,最后又变
薄为 0. 05 米”;3、贝壳捕捞难度加大 ,也如蔡文所述“从 6000 多年前到 2000 年前 ,贝类中生活在潮下带一浅海
的种类由缺乏到存在 ,最后达到 1/ 4 ,说明人们开始是在海滩、岩岸处采食贝类 ,慢慢地发展成偶而涉水捞贝。
最后 ,向深水取食便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。”
试问 ,如果遗址附近便有丰富的贝类 ,福建先民为何还要甘冒生命危险去下海作业 ? 因此上述现象只能
是贝类资源日益枯竭的体现。
什么原因导致福建先秦时期贝类资源的日益枯竭呢 ? 的确目前尚水发现海平面对其产生的影响 ,这点蔡
文也赞同。在目前尚未发现海平面导致贝类资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,人类活动对其影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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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农业和家畜经营性生产经济的出现 ,使得陶器手工业独立成为可能。陶器水候很高 ,普遍采用轮制 ,
纹样规范 ,还发现不少几何纹样 ,其器形也相对复杂 ,有釜、罐、豆、杯等器形。







既然福建贝丘遗址的消亡与外来的农业毫无关系 ,但是否与本地的农业有关呢 ? 一般来说 ,在采集资源
丰富的情况下 ,人们是不会主动放弃采集而从事劳累的农业生产的 ,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可以反映。如贾里德·
戴蒙德在《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》文中所引 (3) ,“一群布须曼人平均每周用于获取食物的时间仅为 12 - 19 小
时 ,而坦桑尼亚哈德扎游猎群体则为 14 小时或更少。当一布须曼人被问及为何不效法邻近部落采用农业时 ,
他的回答是 :‘那何必呢 ? 这世上不是有很多芒果吗’”。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长期滞后的例子也可说明。张
光直先生便认为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华南富裕的采集狩猎族群 ,延缓了其农业经不刘的发生和发展进
程 (4) 。就贝丘遗址而言 ,福建先民同样不会主动放弃对贝类的依赖 ,只有贝类资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
们才不得不逐渐加大对农业的种植 ,贝丘遗址中农业经济逐渐发展、而贝类等海产品的捕捞经济日益衰弱的
过程也说明这一点 ,对此笔者已有另文阐述 (5) 。
从上可知 ,人类的过度捕捞会引起贝壳种群和数量的变化 ,由于人口压力的出现 ,在贝类已无法满足人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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